
政府部门间政策协调的理论和经验证据

郑新业　王宇澄　张　力

　　内容提要：同级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决策互动对资源配置有重大影响，但学术界对
互动的机制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本文构建了一个三级科层模型，分析发展改革委和财

政两个综合性部门在经济增长目标和区域平衡目标之间的权衡，并利用市级面板数据实

证检验发现：地级市获得省发改委审批的企业投资越多，得到省财政厅分配的专项转移支

付也显著增加，且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更为明显。本文还利用中国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弱

化政府投资审批权的外生冲击，验证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表明，当同级政府内部

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目标和职能存在交叉，即使没有正式协调制度，部门之间存在政策工

具的互动，并对资源配置有重大影响，这为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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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政府间纵向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的配置问题，横向关系则是指通过“溢出效应”、“资源流动效

应”及“政策模仿效应”等（Ｂｒｕｅｃｋｎｅｒ，２００３）影响企业和家庭的资源配置行为。

②　蔡英辉和申爱华（２０１４）指出，我国目前《立法法》、《国务院组织法》仅界定了部委在行政立法方面的权限，而未提及国务

院各部、各委员会之间的协调问题。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无论政治体制，中央部门的职权都是由宪法明确赋予的，各部门具有依法

自行处理内部事宜的权力。

③　例如环保部（现生态环境部）就因“九龙治水”的格局而处于“看得见管不到”、“有问题治不了”的窘境（《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７月１０日）。

一、政府内部门间关系：重要却被忽略的议题

传统的政府竞争理论表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纵向和横向关系是重要的，但同级政府各组成部

门间的协调关系也同样值得研究。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制国家，“条块”是中国行政管理中的

典型组织形式。政府各职能部门不仅要贯彻落实上级部门下达的政策和任务，还要服务于其所属

层级政府的政策目标。在给定政府政策目标和资源约束条件下，同一层级政府各组成部门之间的

合作和（或）竞争关系，至今在经济学文献中仍缺乏足够的研究。仅就“条条”管理而言，中央政府

各组成部门之间的关系呈现如下特点：一是部门权责存在一定的交叉。在精简机构的改革中，部门

职权呈集中趋势，逐渐形成了发展改革系统和财政系统等少数具有超强干预经济能力的综合性部

门系统，肩负着多重职责。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政府部门职能划分处于动态调整当中，部分部

门之间的关系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②导致“越位”与“缺位”并存（徐忠，２０１８），比如在食药监管、
环境污染治理等领域长期存在“九龙治水”现象。③若各部门存在关注自身利益的本位主义，部门

利益的分化和冲突或被加剧。例如，针对 ＰＰＰ的监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后简称“发改委”）和财政部各自发布了项目合同指南，并分别提请立法，导致法案草案内容冲

突。二是部门功能尚不够明晰。为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政府在组织形式和资

金分配上倾向于项目制（周飞舟，２０１２；郑世林，２０１６），强调以事项而不是以权责为导向。虽然“三

４２

郑新业等：政府部门间政策协调的理论和经验证据

网络首发时间：2019-10-18 10:07:10
网络首发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1081.f.20191016.1644.018.html



定”（即“定职责、定机构、定编制”）方案规定了各部委的职能，但为了实施重大战略和重点工作，①

形成了“领导小组”、“联合发文”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同级政府不同组成部门间的协调模式。各部委

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其职能取决于复杂的博弈过程，演化出既互补又重叠、既协调又冲突的部门间关

系，并直接关系到最终政策效果。针对这一现象，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财政、货币、

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毫无疑问，实现各项政策协调的组织基础，是理顺政府部门之

间的协调机制。在中国情景下，党政机构的“优化协同高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心所在。② 只有合理界定部门各自边界，强化部门政策工具间的协调，才能更好地形成政

策合力（徐忠，２０１８）。可见，政府部门间协调与冲突对于理顺部门间关系、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有着
重大的现实意义。对此，需要在基本理论上解释部门间互动的逻辑，理解部门决策的形成机制，为

构建良性部门间协调关系提供学理支撑。

然而，现有文献对部门间协调的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均显不足。早期公共经济学的政府竞争

理论，将政府作为基本决策单元，强调理性政府的效用最大化选择造成“用脚投票”（Ｔｉｅｂｏｕｔ，
１９５６）、“标尺竞争”等。这些经典理论抽象掉了政府内部的利益分歧和互动，没有深入研究部门间
的协调。在国内研究中，主流的政府竞争理论强调“块块”关系，包括纵向的“央地关系”研究，以及

横向的地方政府辖区竞争理论和晋升锦标赛理论，忽视了“条条系统”在政府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郑世林和应姗姗，２０１７），对部门间利益分化的典型事实缺乏研究。２０世纪中期后，随着公共选择
理论的发展（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Ｔｕｌｌｏｃｋ，１９６２；Ｔｕｌｌｏｃｋ，１９７０），学者开始关注部门间利益冲突和利益交换
（ｌｏｇ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ｕｌｌｏｃｋ，１９６５；Ｂｅｒｎｈｏｌｚ，１９７３，１９７８），强调部门效用最大化动机（Ｎｉｓｋａｎｅｎ，１９７１）。实
证研究也发现部门间的互动广泛存在于美国国会投票（Ｓｔｒａｔｍａｎｎ，１９９２，１９９５）、欧盟政策制定
（Ｃｒｏｍｂｅｚ，２０００）和 ＩＭＦ贷款决策（Ｃｏｐｅｌｏｖｉｔｃｈ，２０１０）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制度背景和典型事实
的差异，国外文献中的“部门”更接近政治学文献中的“利益群体”，而非按权责划分的正式政府部

门。另一支政治学文献关注到中国政府内部分权的事实，以“碎片化的威权体制”（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描述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互相竞争行政资源的现象（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
１９８８；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１９９２；Ｙａｎｇ，２０１３）。相比之下，经济学文献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较为欠缺。

新近文献尝试从微观层面打开中国政府决策和治理的“黑箱”，主要包括部门利益分化（高楠

和梁平汉，２０１５），地方政府实际政治权力分布（李飞跃等，２０１４）、实权结构（梁平汉和高楠，２０１７）、
部门领导之间的相互影响（梁平汉和周润桦，２０１８）和部门间博弈（Ｇｉｌｌｉ＆Ｌｉ，２０１３）等。不过这些
研究并没有从行为层面分析部门间协调关系的影响。Ｑｉａｎ＆Ｍｏｋ（２０１６）、Ｇｉｌ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和王清
（２０１８）是例外。Ｑｉａｎ＆Ｍｏｋ（２０１６）以失业保险和“低保”为例，发现部门利益分割导致社会福利政
策之间存在挤出效应；Ｇｉｌ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研究农村医疗保险和“低保”发现卫计委和民政部之间的
利益交换行为导致社保和医保覆盖效率下降；王清（２０１８）通过“政绩共容体”的概念，研究了药监
部门和公安部门的合作案例。但整体而言，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部门协调的一致性理论

分析，也缺乏部门协调影响政府资源分配的大样本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同一层级政府内部的发展改革部门和财政部门为分析对象，研究政府部门之间的政

策协调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③ 选择两个部门的主要依据如下。其一，两者的职能最为综合、公

共政策资源最为丰富、政策力度最为强烈，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更为紧密。发展改革部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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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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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项目就涉及财政部、水利部、科学技术部、交通运输部等多个部委。

具体请参见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与以往的机构改革强调“精

简”相比，这次机构改革提出以“优化协同高效”作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正确方向和着力点。

在本文中，定义“公共资源”为政府部门可直接配置的资源，包括财政部门的转移支付资金等。其他如企业投资资金，特

别是非国有企业投资资金，则归属于“资源”。感谢审稿人对此的宝贵意见。



制、审核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重点产业发展规划，负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重大基本建设项目的

审批，调控关键要素和产品的价格，甚至直接持有、调节相当规模的公共资金池和专项基金。财政

部门则通过影响政府预算、公共收支行为间接调控经济运行状况。其他专业型政府部门的职责聚

焦于特定领域，所配置的公共资源较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较为局部，弱于上述两个部门。其

二，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宏观调控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或在一定形势下保留着行政干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联
动机制。因此，当上级决策部门制定了发展目标后，核心实施环节是由发展改革部门编制相应的产

业政策和项目投资计划，由财政部门制定公共财政安排方案，形成分工协作的关系。按照一般的观

察，在中国现行财政体制和投资管理体制下，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直接影响了地方

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① 发展改革部门的投资审批则决定了地方政府能够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和

公共支出水平，影响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产能形成、科技进步等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因素。

因此，两个政策工具都可能直接影响下级政府所获资源的多寡从而影响其经济增长水平。本文的

研究问题是：发展改革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的协调是否广泛存在？具体而言，发展改革部门所掌握

的投资审批工具，是否影响同级财政部门的转移支付政策？② 如有，协调模式是什么？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探索性地从部门内部协调的视角，关注两大经济综合调控

部门之间的政策互动。据我们所知，现有文献尚未对此进行系统研究。二是尝试构建一个分析部

门间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影响的理论模型，为后续研究提供可供拓展的基础。三是构建了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９年地市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省发改委投资审批对省财政厅所辖地级市转移支付分配行为
的影响，并经过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投资体制改革等外生冲击解决内生性问题，揭示了两个部

门、两个政策之间稳健的因果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地市所获投资审批项目越多，该地获

得的专项转移支付也显著增加，一般转移支付并无明显差异，表明省级政府仍然是“经济发展型”

而非“区域平衡型”政府；分地区来看，东部发达地区部门间的协调更明显，仍优先追求经济增长目

标，或加剧区域间的不均衡发展；从趋势看，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改革部门的投资审批权

限趋于弱化，两部门间的协调也明显减弱。

二、理论框架

（一）部门协调的制度背景

所有关于政府部门间协调的讨论，均依赖于上级政府的制度安排。随着各级编制部门逐步落

实行政部门“三定”方案，各部门的权责边界和行政能力有了正式的安排。财政部门和发展改革部

门作为对经济影响重大的部门，彼此间存在多维度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互动（王清，２０１８），为彼此政
策工具的协调创造了空间。首先，两部门常共同参与联合发文，政策目标一致但政策工具不同，在

政策实施中既分工又合作。其次，在各级政府中，两部门常通过联席会议分析经济形势和协调经济

工作，并在过程中交换信息、沟通意见。最后，两部门同属于经济系统，系统内人员流动和交流任职

促进了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和社会网络发展。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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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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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转移支付为上级政府为实现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安排给下级政府的预算资金。现实中，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的使用往往与经济增长和区域均衡发展目标相关，并且上级政府对于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有较大的主观性。而一般转移支

付则主要按照“公式法”进行分配，主要保证下级政府的“吃饭财政”。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不仅取决于财政部决策，同时是各职能部委的项目分配。因此研究发改委

投资审批对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也同时反映了发改委和多个部委之间的协调问题。

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也提供了线索，财政部前部长刘仲藜、谢旭人、楼继伟等都有在国家发改委（包括其前身国家计委、

体改委）任职的经历。



两个部门作为综合性部门，政策工具和政策资源较多，造成对两个部门之间的全部政策协调建

模是极为困难的。本文以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为财政部门的政策工具代表、以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为

发展改革部门的政策工具代表，研究这两种政策工具的相互影响，分析部门间协调的机制和影响。

从理论上讲，这两种政策工具可能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财政部门的转移支付增加了转入地政府的

收入，可发挥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影响经济增长和地区投资回报率；发展改革部门审批的大型基础

设施项目，可能对私人投资的回报率产生影响。因而，本文认为，两个部门可能通过改变地区发展

水平，反映出两种政策的互相影响。

本文考察的是两部门间两种政策工具的溢出效应，与部门间利益互换模型（Ｇｉｌ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不同。本文的建模思路是将一个部门的决策置于另一个部门的目标函数当中，再通过固定替代弹

性（ＣＥＳ）效用函数刻画部门自身政策目标与部门间协调之间的权衡，可以较好地契合政府部门多
目标决策的属性。同时，应用古诺博弈可以模拟政府部门间互动的模式。因此，本文构建的理论模

型可以推广至其他部门间协调问题的研究。

（二）模型设定和求解

本文借鉴 Ｃａｉ＆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２００５）和 Ｑｉａｎ＆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的分析框架，采用一个上级政府—下
级政府—下级私人资本（企业）的三层模型。为了刻画省级部门之间的博弈行为，本文假设省级政

府（上级政府）存在部门 Ｓ和部门 Ｇ，分别使用一种政策工具决定一种资源在地级市（下级政府）的
分配。为了模型分析的方便，本文假设可供 Ｓ和 Ｇ分配的资源总量是外生给定的。作为一种简化
的情形，我们不妨设定 Ｓ代表省财政厅，负责分配对地级市政府 ｉ的转移支付 ｓｉ，①供下级政府提供
公共基础设施所用；Ｇ代表省发改委，分配对 ｉ的基础设施投资 ｇｉ的审批配额。考虑一个部分财政
分权的经济，假设仅存在两个区域，各存在一个下级政府。设定地方私人资本可以在区域间自由流

动。假设地区生产函数使用 ＣＤ函数形式：
Ｆｉ＝Ａｉｋ

α
ｉｐ
β
ｉｇ
η
ｉ （１）

其中，Ｆｉ是地区总产出水平；ｋｉ是地区私人资本水平；Ａｉ衡量地区的禀赋水平，会影响当地企业的
生产率；ｐｉ是下级政府 ｉ提供的生产性公共服务水平，如区域内的公路、桥梁、水利和电力等基础设
施；ｇｉ是上级政府在区域 ｉ的基础设施投资水平。这里区分上级和下级政府建设的基础设施，是因
为公共服务具有外部性，下级政府容易在一些区域交界处的基础设施投资上“搭便车”（如“断头

路”等现象），跨区域的投资项目主要由上级发展改革部门核准或备案。（１）式体现了上级财政部
门的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和发展改革部门的投资项目管理共同影响一个地区的产出水平。假设产出

水平对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规模报酬递减，即产出弹性满足 α＋β＋η＜１。
下级政府提供生产性公共服务 ｐｉ和非生产性公共服务 ｃｉ，设定其效用函数：

Ｖｉ＝μｉｌｎ（Ｆｉ）＋（１－μｉ）ｌｎ（ｃｉ），ｉ＝｛１，２｝ （２）
其中，μｉ和（１－μｉ）是权重，表示下级政府追求总产出和提供非生产性公共服务的偏好。假设下级
政府的财力完全来自于上级财政部门 Ｓ所分配的资源，②其预算约束为：

ｐｉ＋ｃｉ＝ｓｉ （３）
　　设定三个主体的博弈顺序如下：在时期１，上级部门 Ｓ、Ｇ决定对下级政府的资源分配 ｓｉ、ｇ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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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模型中只考虑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情况。事实上，考虑专项转移支付只会影响后文（６）式中 ｉ的函数形式，不会改变对中

央政府部门的分析结果。

现实中，下级政府财力其实还来源于本地区税收收入。一些文献如 Ｃａｉ＆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２００５），在下级政府预算约束中加入
产出与税率的乘积衡量地区税收收入。我们抽象掉地区税收是因为：第一，本文的分析重点在省级部门的资源分配，对于最优税

率的决定不感兴趣；第二，加入这一项不影响分析的结果，但是会使得 ｐｉ的解析解非常复杂。



期２，下级政府决定 ｓｉ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公共服务支出的分配→时期 ３，私人投资者根据两个区
域的基础设施水平决定资本 ｋｉ。对此动态博弈，我们使用逆向归纳法依次求解私人资本、下级政府
和上级政府两部门的最优决策。

１．私人资本的决策均衡。在资本跨地区自由流动的假设下，私人资本决策的均衡条件是两地
区的资本回报率 ｒ相等。根据（１）式，解得均衡条件下地方私人资本水平：

ｋｉ（Ａｉ，ｐｉ，ｇｉ）＝
α
ｒ
Ａｉｐ

β
ｉｇ
η( )ｉ
１／１－α

（４）

　　２．下级政府的决策均衡。将（４）式代入（１）式，得到下级政府 ｉ的产出为：

Ｆｉ＝
α( )ｒ

α

Ａｉｐ
β
ｉｇ
η[ ]ｉ
１／１－α

（５）

　　将（５）式、（３）式代入（２）式，求解下级政府效用最大化问题，得到其最优公共物品供给水平：
Ｐｉ ＝ｉＳｉ （６）

其中，ｉ＝
μｉβ

μｉβ＋（１－μｉ）（１－α）
，表示下级政府将上级政府转移支付中的 ｉ份额用于提供生产性

公共物品，（１－ｉ）份额用于提供非生产性公共物品。可见，ｉ度量的是下级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倾
向，取决于下级政府对两种公共物品的相对偏好。①

３．上级政府的决策均衡。假设省财政厅和省发改委两部门统筹经济增长和区域均衡发展目
标，借鉴现有文献的做法（Ｂｅｈｒｍａｎ＆Ｃｒａｉｇ，１９８７；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ＳｏｌéＯｌｌé，２００５），设定省级政府部门的
效用为 ＣＥＳ函数形式。省财政厅的目标函数为：

ＵＳ ＝
（θ１Ｆ

φｓ
１ ＋θ２Ｆ

φｓ
２）

１
φｓ　　φｓ∈ （－∞，０）∪ （０，１］

Ｆθ１１·Ｆ
θ２
２， φｓ ＝

{ ０
（７）

其中，Ｆｉ＝Ｆ（ｓｉ）是地区 ｉ的产出水平。参数 φｓ∈（－∞，１］刻画了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目标在上级
政府部门决策中的相对权重：φｓ越小，表明省财政厅越重视区域平衡目标；φｓ越大，则更追求总产
出目标。参数 θ１、θ２衡量了上级政府在两个地区之间的相对偏好，且不受地区产出水平的影响。②

为了分析方便，假设省财政厅可分配的资源总量Ｒ（Ｒ≥０）是外生给定的，③其最优化问题可表述为：
ｍｉｎ
ｓ１，ｓ２
　ＵＳ （８）

ｓ．ｔ．　ｓ１＋ｓ２≤ Ｒ （９）
　　根据（４）式、（６）式、（７）式、（８）式和（９）式，求解省财政厅的最优资金分配的一阶条件为：

ｓ１
ｓ２
＝ θ１
θ( )
２

１－α
１－α－βφｓ Ａ１

Ａ( )
２

φｓ
１－α－βφｓ １

( )
２

βφｓ
１－α－βφｓ ｇ１

ｇ( )
２

ηφｓ
１－α－βφｓ

（１０）

　　（三）政府部门间协调的机制
（１０）式给出了部门 Ｓ资源分配对于部门 Ｇ决策的最优反应。其中，政府部门间的互动是互补的

还是冲突，取决于最优反应是策略互补（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还是策略替代（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类似经典的古诺博弈，将部门 Ｓ的预算约束代入（１０）式并微分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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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比如，若下级政府只关心地方产出水平（即 μｉ＝１），则它将会把全部转移支付 ｓｉ用于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提高。同时还可

以看出，相比于资本固定的情形（α＝０），资本自由流动意味着下级政府有更强的动机提供生产性公共物品。
以往文献证实了政府的资源分配可能会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例如，Ｂｏｙｌｅ＆Ｍａｔｈｅｓｏｎ（２００９）发现联邦政府可能更偏好总

体选举的关键州。范子英和李欣（２０１４）也发现部长来源地拥有显著更高的财政转移支付水平。
本文的经验研究使用地级市样本，考虑到各省级政府部门可支配的资源还受中央部委的控制，这里的预算约束假设是可接受的。

此时，本文是给定部门 Ｇ的策略，研究部门 Ｓ的资源分配对其外生变化的反应。类似做法可参见 Ｂｕｌｏｗｅｔａｌ．（１９８５）。由
于（９）式不是博弈的均衡，因此与针对均衡解的比较静态分析有一定区别，这里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ｓ１
ｇ１

＝ＭＲτ
ｇτ１１ －１ｇ

τ
２

（Ｍｇτ１＋ｇ
τ
２）
２ （１１）

其中，Ｍ＝
θ１
θ( )
２

１－α
１－α－βφｓ Ａ１

Ａ( )
２

φｓ
１－α－βφｓ １

( )
２

βφｓ
１－α－βφｓ

＞０，τ＝
ηφｓ

１－α－βφｓ
。因此，

ｓ１
ｇ１
的符号与 τ的符号一致。

部门间政策替代弹性为
ｌｎ（ｓ１／ｓ２）
ｌｎ（ｇ１／ｇ２）

＝τ。又因 α＋β＋η＜１，那么
ｓ１
ｇ１
＝

＞０，当 φｓ∈（０，１］

＝０，当 φｓ＝０

＜０，当 φｓ∈（－∞，０
{

）

，其经

济学含义如下：当省财政厅更偏好总产出目标时（φｓ＞０），倾向于向基础设施更发达地区增加转移
支付，促进该地区的边际产出和边际私人投资进一步增长，从而表现出两部门政策工具的补充性

（策略互补）；相反，当省财政厅更偏好区域发展平衡目标时（φｓ＜０），将减少对投资项目多的地区
的转移支付，从而表现为部门间政策工具的冲突性（策略替代）。

图１给出了部门间政策替代弹性 τ与省财政厅目标参数 φｓ之间关系的数值模拟。结合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典型事实，我们假定政府部门更关注经济发展目标（φｉ＞
０），提出本文的假说：

假说１：发展改革部门审批一个地区的公共投资越多，财政部门对该地区的转移支付也会
增加。

图 １　τ与 ｓ关系的数值模拟结果

（四）部门间协调对资源分配的影响

通过求解博弈均衡，可以分析部门间协调对于资源分配的影响。类似地，省发改委（部门 Ｇ）
的效用函数和约束可设定为：

ｍａｘ
ｇ１，ｇ２
　ＵＧ ＝

（θ１Ｆ
φｇ
１ ＋θ２Ｆ

φｇ
２）

１
φｇ　　φｇ∈ （－∞，０）∪ （０，１］

Ｆθ１１·Ｆ
θ２
２ φｇ ＝

{ ０
（１２）

ｓ．ｔ．　ｇ１＋ｇ２≤ Ｄ （１３）

　　参数 φｇ表示省发改委在产出和平衡之间的权衡。为了体现两部门职能和决策目标的差异，假

设 φｇ≠φｓ。那么，省发改委的最优化解的一阶条件为：

ｇ１
ｇ２
＝ θ１
θ( )
２

１－α
１－α－ηφｇ Ａ１

Ａ( )
２

φｇ
１－α－ηφｇ １

( )
２

βφｇ
１－α－ηφｇ ｓ１

ｓ( )
２

βφｇ
１－α－ηφｇ

（１４）

　　考虑两部门了解对方的决策过程并同时进行决策的情形。联立（１０）式、（１４）式，解得两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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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在资源的跨地区分配中的均衡。

ｓ１
ｓ( )
２



＝ θ１
θ( )
２

１－α＋ηφｓ－ηφｇ
１－α－βφｓ－ηφｇ Ａ１

Ａ( )
２

φｓ
１－α－βφｓ－ηφｇ １

( )
２

βφｓ
１－α－βφｓ－ηφｇ

（１５）

ｇ１
ｇ( )
２



＝ θ１
θ( )
２

１－α－βφｓ＋βφｇ
１－α－βφｓ－ηφｇ Ａ１

Ａ( )
２

φｇ
１－α－βφｓ－ηφｇ １

( )
２

βφｇ
１－α－βφｓ－ηφｇ

（１６）

　　以上结果显示，两个部门中任一部门的最优政策选择均包含另一个部门目标函数的主要参数
φ，从而体现均衡状态下部门之间政策目标的协调性。

作为对比的基准，假定不存在部门间协调，两部门均将对方的决策视作外生的。此时部门 Ｓ关

于部门 Ｇ政策工具的先验分配为
ｇ１
ｇ２
＝１，代入（１０）式得到：

ｓ１
ｓ２
＝ θ１
θ( )
２

１－α
１－α－βφｓ Ａ１

Ａ( )
２

φｓ
１－α－βφｓ １

( )
２

βφｓ
１－α－βφｓ

（１７）

　　同理可以得到：

ｇ１
ｇ２
＝ θ１
θ( )
２

１－α
１－α－ηφｇ Ａ１

Ａ( )
２

φｇ
１－α－ηφｇ １

( )
２

βφｇ
１－α－ηφｇ

（１８）

　　对比（１５）式、（１６）式、（１７）式和（１８）式，可以分析部门目标偏好对部门资源分配协调模式的
影响（见表１）。当 φｇ＞０，φｓ＞０时，相比于无部门协调的情况，省财政厅将更多的资源偏向性地投
向初始技术水平更高、下级政府生产性支出倾向更强的地区。同理，省发改委资源分配的生产性偏

好增强；当 φｇ＞０，φｓ＜０时，相比于无部门协调的情况，省财政厅更多地将资源投放在初始技术水
平更低、下级政府生产性支出倾向更小的地区，即资源分配的平衡性偏好增强。而省发改委的资源

分配产出性偏向减弱；当 φｇ＜０，φｓ＜０时，相比于无政策协调的情况，省财政厅和省发改委的资源
分配的平衡性偏向均减弱。

表１ 部门资源分配协调模式与部门目标偏好的关系

其他部门

φ－ｉ＞０ φ－ｉ＜０

本部门
φｉ＞０ 总产出偏好，偏向程度增强 总产出偏好，偏向程度减弱

φｉ＜０ 平衡发展偏好，偏向程度增强 平衡发展偏好，偏向程度减弱

　　注：限于篇幅，没有报告分情况讨论的内容，可向作者索要。

综上，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假说２：在两部门存在政策协调的情形下，当 φ－ｉ＞０时，本部门的偏向性会被强化，加剧地区
间资源的不平等，反之本部门的偏向性会被弱化，促进地区间资源的均等化。

三、经验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经验研究识别策略

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按照“投资项目规模大小 ＋投资主体隶属层级”的原则，将企业审批权责划
分到不同层级的发展改革部门，为本文构建相关变量提供了制度条件。“项目规模”是指根据投资

项目的金额为划分依据，分由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审批；①“隶属层级”以企业的上级主管单位或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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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８３年《关于更新改造措施与基本建设划分的暂行规定》规定：“用各种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一律由国家计
委审批，小型项目一律由省、市、自治区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随着审批权限下放，规模限额的标准在各地差异明显。



注册部门的层级为划分依据，隶属某一层级的企业的投资项目一般由级别对等的发展改革部门审

批。① 因缺乏项目的微观数据，我们无法将企业的投资项目逐一划归到相应级别的发展改革部门。

退而求其次，我们利用各隶属层级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度量具有相应管理权责的发展改革部

门的政策工具。② 鉴于发展改革部门通过事前制定行业投资和发展规划，以及事后负责投资审批

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本文用各级企业的项目投资作为发展改革部门政策工

具的度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本文不是研究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间的协调，而是省财政厅和省发改委间的协调，对应的回

归使用的是地级市面板数据。这一选择的主要原因有四点。第一，中国于 ２００４年改革了投资管
理体制，将大量企业投资项目的管理职责下沉到市、县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样本期中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年中央企业投资很可能接受国家发展改革部门的直接管理，而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市、县属企业的投
资由隶属层级更低的发展改革部门管理。综合考虑，在项目层级数据不可得的情况下，以省属企

业投资反映省发改委的行为是次优选择。第二，以省财政厅和省发改委作为理论模型中上级政

府的组成部门，所对应的下级政府是地级市，那么构建地级市面板数据可以显著增加样本观测值

数量，有利于提高估计结果的可信度。③ 第三，本文的模型分析两部门在给定资源总额情况下的

分配决策，而中央部委的政策工具更加多样，如财政部可以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增加可分配资

金，而地方部门更符合“分配型”部门假设，且权责与政策工具较为单一，较好地匹配理论模型与

实证研究数据。同时，中央—省级政府之间的资源分配，容易受到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陈硕

和朱志韬，２０１８），识别部委间协调的难度更大。第四，尽管地方政府部门和中央部委的行政级别
不同，但同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是相似的，省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可作为中央部门间协

调的替代样本。

（二）计量模型和变量设定

根据理论模型以及前文的识别策略，构建如下基准计量方程：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 ＝α＋β·Ｉｎｖｅｓｔｉｔ＋γ′Ｘｉｔ＋θｉ＋σｔ＋σｔ×ｔ＋εｉｔ （１９）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是地区 ｉ在 ｔ时期获得的转移支付的对数值。本文分别使用一般性转移
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作为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的度量。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还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郑世
林和应姗姗，２０１７；吕冰洋等，２０１８），使用专项转移支付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ｔ是 ｉ地区在 ｔ时期获得上级发改委审批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对数值，以该地区省属工业企业
的固定资产投资加总所得到的省属投资为代理变量。后文的稳健性检验也使用了该地区加总的其

他隶属关系的投资作为解释变量。β是本文关心的核心系数。若 β不为０，说明省财政厅对 ｉ地区
的转移支付，受到了省发改委对该地区的投资审批额的影响。另据理论分析，β的正负号还体现了
政府效用函数在总产出与区域平衡目标之间的权衡，是具有直接经济含义的参数。基准回归还加

入了面板数据年度和地区双向固定效应 θｉ、σｔ。为了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特征，部分回归中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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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按照隶属层级划分审批权限的制度安排及其演进，我们进行了详细的梳理。限于篇幅没有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

索取。样本期内有１４个省（市、自治区）的企业备案权限是部分或完全地根据隶属层级划分的，有 １４个省（市、自治区）是部分或
完全地根据属地原则划分的，只有１０个省（市、自治区）是部分或完全地根据项目规模划分的。

这样做可能产生两方面偏误：一是将不属于省发改委管理的省属企业的小型投资项目错误地计算在内；二是将属于省发

改委管理的其他隶属层级企业的大型投资或跨市投资项目错误地排除在外。一般来说，投资主体隶属层级与投资项目规模往往

高度相关。因此，第一类偏误的程度较弱。而在同一个市场环境中，企业的投资决策具有相关性，因此省属企业投资的变动可以

反映省发改委管理的其他企业投资的变动。尽管两类度量偏误会影响实证估计系数的大小，但度量误差带来的是衰减偏误，因此

下文得到的是回归系数的保守估计，两部门协调程度的实际经济显著性将大于本文展示的结果。

如果以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作为研究对象，则使用省级面板数据，核心变量为财政部分配各省的转移支付以及中央投

资。我们也对省级数据进行了回归，得到接近的结果。限于篇幅，此处没有报告。



入了地区特性的时间趋势项 σｔ×ｔ。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我们还参考吕冰洋等（２０１８）的做法，加入
了一系列地级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Ｘｉｔ（见表３）。为了避免地区经济增长核算误差，我们使用了夜间
卫星灯光数据。针对样本期内地级市财权和事权的变化，我们还引入了政策对象和政策实施时间

的交互项，控制了省直管县改革变量（ＰＭＣ）和扩权强县改革变量（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三）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地市级面板数据。①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和其他财政变量来自《全国地
市县财政统计资料》，构造 Ｉｎｖｅｓｔｉｔ所用的数据来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微观数据，Ｘｉｔ主
要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夜间灯光数据来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

气管理局（ＮＯＡＡ），省直管县和扩权强县变量根据各省份相关政策文件手工整理得到。工业企业
数据包含所有国有工业企业和主营业务收入５００万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基本情况和财务信息。这
些企业的销售收入总额约占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 ８９５％（聂辉华等，２０１２），具有很好的代表
性。我们对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如下处理。第一，参照 Ｂｒａｎｄ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的做法，依据法人代
码、企业名称、法人信息、地址和电话号码等匹配工业企业样本，得到了企业层面的非平衡面板数

据。第二，剔除非平衡面板数据中不满足“规模以上”、缺少关键性变量、样本变量不符合逻辑等标

准的异常观测值。第三，参考聂辉华等（２００９）和俞剑等（２０１６）的计算方法，根据（２０）式计算每个
企业 ｊ在 ｔ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企业固定资产现值和折旧分别为 Ｋ和 δ。第四，借鉴王宇澄等
（２０１８）的计算方法，对隶属关系 ｃ属于“省属”（ＰＲＯＶ）企业的投资额进行加总，并根据（２１）式得到
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在加总省属投资额时，剔除了投资额在９９％分位数以上及税率小于０的企业。

Ｉｉｊ，ｔ ＝Ｋｉｊ，ｔ＋１－（１－δｉｊ，ｔ）·Ｋｉｊ，ｔ （２０）

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ｉ，ｔ ＝ｌｎ［∑
ｊ
Ｉｉｊｃ，ｔ·１（ｃ∈ ＰＲＯＶ）＋１］ （２１）

　　为了检验微观加总数据的代表性和合理性，我们对比了微观数据加总的省级中央投资数据和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的“中央项目投资”数据，发现前者约为后者的７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２。表中报告了主要变量的自然对数值和原始单位。可以看到，使用
对数形式后主要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数据离散程度较小，较为符合正态分布假设。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专项补助（专项转移支付）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ｚｘ ３２９８ １０８７７４ １１３１９ ３７３７７ １４９３７４

一般转移支付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 ２５３９ １０１１８４ １８８９６ ３０９１０ １５２０９２

税收返还 Ｔａｘ＿ｒｅｂａｔｅ ３２８８ １０７１７９ １０３４０ ５９８６５ １５２１７５

专项转移支付比重 Ｐｅｒｃｅｎｔ ２５３９ ０６８２３ ０１９４６ ００４６４ ０９９８９

省属投资 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 ３８２３ ９１３０９ ２７０９８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３４５

中央投资 Ｉｎｖｅｓｔ＿ｃｅｎｔｒａｌ ３５１９ ９３２９７ ３２５４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１６４

市属投资 Ｉｎｖｅｓｔ＿ｃｉｔｙ ４０３７ ９５１１０ ２１３９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５７３２

其他投资 Ｉｎｖｅｓｔ＿ｏｔｈｅｒ ４０８６ １０９７１６ １９８９９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１３６５

　　注：本表中 Ｐｅｒｃｅｎｔ的设定方式为专项补助／（专项补助 ＋一般转移支付）。本文还控制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 ｐｏｐ＿ｄｅｎｓｉｔｙ为

单位面积人口数、ｃｉｔｙ为城镇人口占比、ｄｎｖａｌｕｅ为校准后的 ＤＭＳＰ／ＯＬＳ夜间城市灯光亮度、ｓｔｒｕｃｔｕｒ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ｆｉｎａｎｃｅ

为（财政收入 －财政支付）／财政收入、ｇｏｖ＿ｓｉｚｅ为每万人财政供养人口、ｂｅｄ为每万人中的病床数量、ＰＭＣ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为虚拟变

量。其余变量，包括土地面积（ｌａｎ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ｐｅｒ）、财政收入（ｒｅｖｅｎｕｅ）、企业生产能力（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ｏ）、收入水平

（ｗａｇｅ）均为原始数据的对数值。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列出，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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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加总所得，其可得的最新年限为２００９年。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结果

表３报告了使用 ＯＬＳ方法和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第（１）、（２）列分别为不
加入控制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建议使用固
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在１％的置信水平上，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省属投资与专项转
移支付存在正相关关系。第（３）列是加入了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给定其他因素不变，一个城市
获得省发改委审批的省属投资每增加 １％，会导致省财政厅对该市的专项转移支付增加
０００７９９％。考虑到财政转移支付分配具有动态效应，我们在估计模型的右边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
滞后项缓解反向因果问题。估计结果显示（见第（４）列），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显著受到了上一期
省属投资的正向影响。我们同时加入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见第（５）列），进一
步控制了城市特异性的时间趋势项（见第（６）列），结果均显示 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的估计系数是稳健的。

此外，基准回归使用了聚类到地市级层面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但考虑到同一省内各地区的经济政

治因素有较强相似性，我们将回归标准误聚类到省层面，①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的估计系数仍在１０％的置信水平
上显著。在经济显著性上，以第（５）列为准，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的估计系数小于００１，表明省财政厅的专项转
移支付，与省发改委当期和上一期审批的省属投资存在程度较小的正向互动关系。这可能是因为专

项转移支付和企业投资之间缺乏正式的制度关联，非正式的部门协调不能显著影响部门之间的行为。

表３ 发改委投资审批对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

变量名

专项转移支付对数值

（１）

ＲＥ

（２）

ＦＥ

（３）

ＦＥ

（４）

ＦＥ

（５）

ＦＥ

（６）

ＦＥ

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

００９４７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０４１１）

［０００７０５］

０００７９９

（０００３２４）

［０００４２３］

０００９８３

（０００３７８）

［０００４９４］

０００８４０

（０００３２８）

［０００４５２］

０００７７６

（０００３５６）

［０００５１１］

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ｚｘ
０４１５

（００２９３）

０４１３

（００３０１）

０２７９

（００２０４）

ｌ．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３７６）

０００４７９

（０００３３１）
０００６２２

（０００３５３）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特异性时间趋势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 １２０６ ５５３４３ １１９１４６ １２５７１７ ４８６９１１

Ｈａｕｓｍａｎｐｖａｌｕｅ —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观测值 ３１１９ ３１１８ ２５８７ ２５０９ ２５０９ ２５１７

Ｒ２ ００４３３ ０８８７ ０９４２ ０９２９ ０９４２ ０９３１

地级市个数 ２８６ ２８６ ２７６ ２７６ ２７６ ２７６

　　注：括号中报告了稳健标准误，圆括号内的标准误聚类到地市级层面，方括号内的标准误聚类到省级层面。、、分别表

示１％、５％、１０％统计水平下显著。如无特别说明，估计模型中均加入了控制变量、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控制

变量的估计系数未列出，可向作者索要，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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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仅报告了核心解释变量的两种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与拓展分析

１．安慰剂检验
以上基准回归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包括投资环境、市场健全程度、文化因素

等同时影响省级转移支付分配和企业投资决策。由于投资项目实行分级管理制度，跨层级政府部

门之间缺乏正式和非正式的互动交流的机会，我们认为国家、地市和县级发改委的审批决策不影响

省财政厅的转移支付分配。如果中央企业、市属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额与省级转移支付分配存在

显著相关关系，则说明确实存在遗漏变量偏误。反之，说明潜在的遗漏变量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控

制。为了排除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我们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对基准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安慰剂

检验，结果见表４。第（１）—（３）列是依次将解释变量替换本地区中央属投资 Ｉｎｖｅｓｔ＿ｃｅｎｔｒａｌ、市属投
资 Ｉｎｖｅｓｔ＿ｃｉｔｙ和其他投资 Ｉｎｖｅｓｔ＿ｏｔｈｅｒ的回归结果，估计系数均不显著。第（４）列加入此类层级投资
变量，结果依然只有省属投资变量显著且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系数检验也表明，第

（４）列中，省属投资的系数显著大于中央、市属和其他投资的系数。
表４ 安慰剂检验结果

变量名
（１） （２） （３） （４）

专项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

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
０００６９２

（０００３３９）

Ｉｎｖｅｓｔ＿ｃｅｎｔｒａｌ
００００１４０

（０００３０３）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１２６）

Ｉｎｖｅｓｔ＿ｃｉｔｙ
０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５４０）

－０００２３３

（０００５６５）

Ｉｎｖｅｓｔ＿ｏｔｈｅｒ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０３４１

（０００３２７）

观测值 ２４１９ ２６５７ ２６５７ ２３６０

Ｒ２ ０９４４ ０９４３ ０９４３ ０９４１

系数检验：

省属 －中央 ０００７２６

省属 －市属 ０００９２５

省属 －其他 ００２４８

　　２．工具变量回归
为了解决潜在的联立方程偏误，我们构造了工具变量（ＩＶ）并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２ＳＬＳ）。企业投资要经过企业申报和发改委审批两个环节，省属投资主要由影响企业决策的市场
因素和影响政府审批的行政因素决定。考虑到本文中的联立方程偏误主要来自于行政因素，那么

根据市场因素的变异构造 ＩＶ，能同时满足 ＩＶ的相关性和排他性条件。ＩＶ１为本省内其他地市平均
省属投资，度量了样本所在省内除地区 ｉ之外其他地市省属投资额的均值。同一省内的主要经济
社会因素接近，省内不同地市的企业面临的市场机遇相似，因此本地区与其他地市的企业的投资决

策具有相关性。同时，在潜在遗漏变量得到较好控制的情况下，ＩＶ１排除了本市样本后基本不会与
本市获得的转移支付直接相关，满足排他性条件。我们还构造了 ＩＶ２，度量除本市外其他地区市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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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额的平均值。尽管审核主体不同，但是不同隶属关系的企业对于市场变化的反应是相似的，省

内其他地区市属企业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地区省属企业面临的投资机会，并且上述安慰

剂检验已经验证了市属投资与转移支付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使用 ＩＶ２可进一步提高工具
变量的外生性。我们还借鉴其他研究的思路（Ａｔｋｉｎ，２０１３；陈斌开和张川川，２０１６），构造供给冲击，
排除需求因素，得到 ＩＶ３。

ＩＶ３ｉ，ｔ ＝ｌｎ［λｉ，１９９９×∑
ｉ∈Ｉ
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ｉ，ｔ］，λｉ，１９９９ ＝

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ｉ，１９９９

∑ｉ∈Ｉ
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ｉ，１９９９

（２２）

其中，λｉ，１９９９为样本初期①本地区省属投资占全省省属投资总额的比重，由样本初期省属企业在省

内的地区分布所前定，度量该地区投资对市场机遇的反应程度，但与部门间协调无关。因此，λｉ，１９９９
与各期省属投资总额的交互，可以分离出投资变化中来自市场的冲击。

表５第（１）—（３）列分别报告了使用三个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在１％的水平上，省发改委
投资审批对省财政厅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且回归系数绝对值明显加大。这可能是

由于工具变量分离出市场冲击，估计结果为局部处理效应（ＬＡＴＥ）。根据第一阶段回归、Ｆ统计量
和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Ｆ统计量，ＩＶ与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一阶段相关性，因此在统计上不存在弱工具
变量问题。根据安慰剂检验，市属投资与转移支付分配不直接相关，也即 ＩＶ２的外生性更强，而且
其一阶段 Ｆ统计量也最大，适合作为工具变量回归基准结果。由于在模型中包含了主要变量的滞
后项，我们采用系统 ＧＭＭ的方法估计动态面板模型（见第（４）、（５）列），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表５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专项转移支付对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２ＳＬＳＩＶ１ ２ＳＬＳＩＶ２ ２ＳＬＳＩＶ３ ｓｙｓ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
００９８９

（００２４６）

００５１６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７４４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７２３

（００２７９）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７８５）

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ｚｘ
０４０１

（００３１０）

０４０８

（００２９７）

０３６９

（００６１６）

０６９２

（００５３８）

０６７２

（００５８６）

一阶段 Ｆ统计量 ３５８４ ９９１１ ７５７１ — —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Ｆ统计量 ６５６０ ２８１０２ １００１８

ＫＰｒｋＬＭ统计量 ３１１８ ６９４５ ４９９３

ＡＲ（１） — —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ＡＲ（２） — — — ［００８９］ ［００７１］

ＨａｎｓｅｎＪ统计量 — — — ２５７６ ３７４

观测值 ２５８６ ２５８５ ２２４４ ２５９３ ２５８１

Ｒ２ ０９２１ ０９３７ ０９０３

城市数量 ２７０ ２７０ ２１８ ２７０ ２７９

　　注：方括号中报告了检验统计量的 ｐ值。工具变量检验统计量的 ｐ值均小于００１，因此可以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工具

变量识别不足和弱识别的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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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数据的样本第一年为１９９８年，但是由于１９９８年多个地市财政数据缺失，为了避免样本损失，我们使用 １９９９年的数
据构造工具变量。



３．分地区回归
我们将全部样本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子样本，考察部门间协调与资源分配的地区异质性

（见表６）。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子样本 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地区政府更偏向
于“经济发展型”政府；中部地区估计系数为正，但显著性较弱，西部地区则系数为负且不显著。造

成这一结果有两种可能原因：一是中西部地区政府部门间不存在资源分配协调机制；二是部门间协

调的确存在，但如果地方政府介于“经济发展型”与“区域平衡型”之间时（φｓ→０），部门间协调会减
弱甚至消失。综合判断，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发展经济条件比较好，营商环境更优，政府领导的考

核更强调经济增长，从而促使各部门将资源集中于重点地区和城市。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

水平相对较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较弱，地方政府兼顾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济困、生态修复、

维稳等更多的目标，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反而弱于东部地区。这一结果表明，部门间协调与资源分配

具有地区异质性，或进一步加大中国地区平衡发展的难度。

表６ 分地区回归结果

所在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５０１）

００６６４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０８１９

（０００５２１）
００４９７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０６６２

（０００６３０）

－００６１４

（００４０４）

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ｚｘ
０３７１

（００５４４）

０３７２

（００５３９）

０３９０

（００４８３）

０３８９

（００４７６）

０３５５

（００３６０）

０３４３

（００４２１）

一阶段 Ｆ统计量 — ４７４３ — ３１３９ — １７６１

观测值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１５ ９２４ ６７２ ６６１

Ｒ２ ０９４０ ０９３２ ０９５３ ０９４９ ０９５２ ０９４７

　　注：２ＳＬＳ估计使用的是 ＩＶ２。括号中报告了稳健标准误，标准误聚类到地市级层面。

综上，本文认为中国地方政府部门间整体上存在协调关系，证实了本文的假说 １。同时，各项
结果中省级投资审批对专项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省级政府对总产出目标的偏好甚于

辖区内区域均衡发展目标。这为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的典型事实

提供了部门协调视角的解释。

（三）考虑投资体制改革的政策试验

以上检验已证实省级部门之间存在广泛的政策工具协调，但仍无法识别其产生的边界条

件。考虑到各部门拥有相应的政策工具是部门间存在协调的前提，如果存在导致部门权责变化

的外生冲击，就可以构建不同部门的决策信息环境，从而直接检验部门间协调的实现机制。

２００４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２００４〕２０号），将企业投资审批制逐步
调整为核准制与备案制，①削减了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审批权限。借助这

一外生冲击，构建省属投资规模与政策实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衡量政策冲击对部门间协调的影

响。如果投资体制改革弱化了发改委对省属投资的政策影响力，相应降低了发改委投资审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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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改革项目审批制度，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彻底改革现行不分投资主体、不分资金来源、不分项目性质，一律按投资规模

大小分别由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的企业投资管理办法。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

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



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分配的影响，理论预测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然而，由于依然存在发改委对企

业投资决策的影响，部门间协调机制还可能继续存在，即主效应系数显著为正，且省属投资的边

际效应为正。

表７报告了（２３）式的估计结果。其中第（３）、（４）列是以省属投资及其与改革交互项为核心解

释变量的估计结果。β２^显著为负，β１显著为正，且 β１^ ＞ β２^ ，和理论预期一致，再次表明投资体
制改革显著减弱了部门间的协调。我们还报告了使用一般转移支付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他层级投

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回归系数均不显著，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

表７ 改革交互项模型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一般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Ｔ
０００２６４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９０４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０８６９）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７００）

Ｉｎｖｅｓｔ＿ｐｒｏｖ
－０００８３２

（０００９５６）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９５８）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０５１５）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０４５２）

Ｉｎｖｅｓｔ＿ｏｔｈｅｒＴ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１８８）

Ｉｎｖｅｓｔ＿ｏｔｈｅｒ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１６６）

Ｉｎｖｅｓｔ＿ｃｉｔｙＴ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１１０）

Ｉｎｖｅｓｔ＿ｃｉｔｙ
０００８１６

（０００８８０）

Ｉｎｖｅｓ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Ｔ
００００２５４

（０００６１３）

Ｉｎｖｅｓｔ＿ｃｅｎｔｒａｌ
－０００１２３

（０００４３８）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１９２ ２４５６ ３１１８ ２６１９ ２６９２ ２６９１ ２４５０

Ｒ２ ０９１５ ０９１４ ０８８８ ０９２８ ０９３０ ０９３０ ０９３０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了发展改革部门和财政部门这两个综合性政府部门为研究对象，剖析发改委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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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审批对同级财政部门专项转移支付分配决策的影响，尝试打开同级政府不同组成部门之间

“条条”关系的“黑箱”。本文梳理了中国部门间协调的制度背景和典型事实，构建了三级科层博弈

下的政策工具分配模型，并使用微观数据构建了 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地市级面板数据，发现一个地级市
的企业所获得的省发改委的投资审批越多，该地级市得到省财政厅分配的专项转移支付也显著增

加，表明两个部门的政策工具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互补关系；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该机制在东部发

达地区政府部门间更为明显，显示了不同地区对经济增长和区域平衡发展的异质性偏好。本文还

借助国家投资体制改革对发改委投资审批权的外生冲击，检验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并比较了不同

协调模式的差异。

本文从多部门政策目标交叉的视角，提出了一种解释发展改革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之间政策

协调的机制：由于两个综合性部门的目标函数同时包含经济增长和区域平衡目标，即使两部门之间

没有正式协调制度，也会在追求部门自身目标的同时“自发”促成部门之间的协调。虽然本文的研

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但上述同级政府不同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可能并非个例，且因具体部门职能、目

标函数、支配工具的不同而呈现多样的关系。这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事实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关

注央地和地方政府间“块块”治理关系文献形成互补。本文还发现，这种“自发”协调机制利弊兼

存：在部门间正式制度安排缺失、管辖边界不明确、权责交叉的情况下，部门间的政策工具协调提高

了政策执行和重大项目的推进效率，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组织基础；但过于强

化经济发展目标导向的政策协调，导致资源集中于局部发展水平高、投资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善的

地区，从而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本研究有两点政策含义。第一，政府部门的职能交叉是造成政策工具“自发”协调的重要原因

之一。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中国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要坚持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要从调整政府自身的职能和提高现代治理水平入手，反思过去中高速

经济增长阶段所设置的政府职能分工能否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因此，贯彻新发展理念，重

新梳理、评估和界定政府机构的权责边界，减少部门间目标重叠，将是今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第二，即便是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东部地区，政府不同组成部门之间的协

调仍然存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导向，反而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表现

出更强的区域均衡发展导向。这种地区发展阶段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异质性，或许是中国区域经济

发展“马太效应”的制度性根源。因此，在更为强调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下，推动各地区、各部门系

统调整政策目标，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改革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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